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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19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彼具普遍性。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并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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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民党于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然而，1928至1937年间“地方—中央”的关系远未达到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地方对抗中央的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政局时常呈现出动荡的局面，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统合能力，延缓了国民国家形成的进程。在一系列“地方—中央”对抗的模式中，以1931—1936年间“西南—南京”的对抗持续时间较长，对抗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党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对时局影响也大，因而较受研究者关注。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在其研究中，“通过把国民党西南党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和两者同南京中央的政治关系相互对照，来把握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实际状态。由此阐明中国国民国家形成的特质。”他注意到曾经设立“政务委员会”的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都有了一定资本主义积累，但与上海为中心的的长江下游相比较，仍是“后发达地区”，因而提出了如下观点：“‘政务委员会模型’反映了以‘后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盘的当地权力的地方政权化过程的制度”。[1](p1535) 他撇开繁琐的细节，从国民国家形成的高度，宏观论述“西南—南京”的对抗，角度极其新颖，将“西南”归为“后发达地区”，也有一定的启发性，惟对于说明“西南—南京”对抗的复杂性并无太大的帮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吕芳上则以蒋介石与陈济棠的关系为例，以实证方式研究“西南—南京”的对抗关系，他的论文较多运用了台湾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使在史料运用方面具有权威性。[2]上述二文研究重点在“地方—中央”关系，将西南政权视为整体，未论及其内部的分歧与复杂性。周聿峨、陈红民在研究胡汉民时，最早揭示出西南政权内部的复杂性，并指出胡晚年政治主张不能取得大的进展，“陈济棠的阻挠是重要的客观原因之一”。[3]( p301)肖自力在对陈济棠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作为广东实力派首领的陈济棠与其政治盟友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指出西南政权内部存在着“军阀与政客同床异梦的现象”，“结盟的反蒋地方实力派之间同样存在同床异梦的现象。”[4](p212) 以上两书重点在人物研究，有关西南内部关系的论述较为分散，未能系统地加以梳理。此外，邓正兵在研究广东地方实力派时，也曾涉及到西南政权内部的关系。[5]罗敏的研究是此方面最新的成果，她侧重于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在时间上更集中，并充分到注意西南内部的分歧对于其与南京打交道时的牵制作用。[6]
本课题研究的复杂性在于，西南政权的界定——究竟“西南”是指什么？“西南政权”的基础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谁是“西南政权”的真正代表？这些都是有争议性的问题。导致研究难以深入的一个原因是相关史料的缺乏。随着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胡汉民资料的公开，使深入研究西南政权内部的复杂性成为可能。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倾向于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角度，通过新的史料研究一个反蒋派系的内部构成——在何种基础上联合，又有何种的利益冲突？矛盾是如何调适的？并进而试图归纳出1928—1937年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何种的派系（集团）构成模式更有力量，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 西南政权的构成

1932—1936年间的“西南”，通常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有时，它用来指称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华南”省份，而非云南、贵州、四川等在地理上真正处于中国西南部的省份。但有时，“西南”的概念更大，除了上述省份外，还包括了福建与湖南。这个概念与“西南政权”——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合法权限与实际权限间的差别密切相关。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以此为契机，国民党内反蒋派聚集广州，于5月底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两个党政组织，以“推翻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为号召[7](p80)，全面与南京对抗，即所谓“宁粤之争”。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剑拔弩张的双方不得不休兵议和，举行上海和会。根据协议，宁粤双方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了议案：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依双方约定，此提案为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接受，此为西南两机关的法源依据。[7](p228)1932年元旦，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广州方面宣布取消“非常会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同时在广州分别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一般合称为“西南两机关”。非常明显，新建的西南两机关从党政两方面继承了“非常会议”与“国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西南两机关建立的背景显示，它们基本上是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妥协的产物，是一种权力分配，看不出与西村成雄教授所说的“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直接关系。也许最多只能说是广东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对“西南—南京”的对抗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按照设计，西南两机关管辖权限应该可以到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这只反映了胡汉民等人的一种理想，但实际上只有广西、广东两省服从其领导。两机关领导层的构成如下：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西南政务委员会有委员27人，5位常委是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他们分别属于胡汉民的元老派与两广实力派，两机关由胡汉民“主持一切”，[8](p666)陈济棠则是唯一兼任两机关常委的人。

至于真正地理上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诸省，各省此时并未受到南京的实际控制。胡汉民晚年的往来函电稿，他曾努力与以上三省的实力派联络，在当地发展“新国民党”的组织，希望三省加入，实现所谓“西南联合”，壮大反蒋声势。然而贵州、四川陷入省内军阀混战，自顾不暇，云南的龙云另有算盘，他们最终也未实际参与西南两机关领导的反蒋运动。湖南是进出两广的必经之地，无论是从两广出兵讨蒋，还是防止南京军队的进攻，湖南都是战略要地，胡汉民等人与何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未能将其发展为盟友，至少也使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善意的中立”。1932年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福建在抗日反蒋上与西南政权态度一致，双方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但最终十九路军的激进方针不能为西南政权接受，至“福建事变”发生时，西南政权袖手旁观。


广东广西是实际接受西南两机关领导的省份，但他们的地位与态度也不同。广西李宗仁等自北伐起就有占据中央、参与全国性事务的企图与经验，与蒋介石矛盾甚深，在抗日反蒋问题上态度坚决，但经济实力有限，其军队又在中原大战中被击败不久，需要广东“协饷”（提供军饷），故其行动不能不受到广东的限制。广东实力派与西南政权关系最密切，实际资助与支持着西南政权的存在，但对其活动又有所限制。


通过对西南政权实际运作的考察可以发现，西南两机关控制在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手中，活跃成员是萧佛成、邓泽如、邹鲁等人。西南政务委员会很少对广东广西两省的行政提供意见，西南执行部也难以插手两广的具体党务。西南执行部后来变成了“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反而是在海外华侨与华北、长江中下游与其他西南省份发展“党务”，推动抗日反蒋活动。多数时间，西南政权主要是负责联络、宣传与安插闲散反蒋人士的空虚机构，没有多少实权。但它在胡汉民与广东实力派的运用中，有其独特作用：1、胡汉民与两广实力派的联络，基本上是通过西南政权来完成的，双方很少逾越，虽然在时间效率上难免受到影响，但双方有矛盾时也有个缓冲地带；2、由于西南政权在名义上超越省政府，权力来自国民党四全大会，所以在对外进行联络时有一定的便利、权威性与“合法性”，特别是在进行反蒋宣传，发表文告、通电时，比个人或省政府更有力量。


因而，西南两机关并未如制度设计，能够凌驾于西南各省之上，指导各省政务、党务。它接受胡汉民指导、由元老派控制、受到广东实力派的资助与制约，实际权限很小，更像是个联络机关。

3、 同床：抗日反蒋的基本取向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是有历史渊源，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的联合体。

毫无疑问，胡汉民是西南政权的精神领袖。他在国民党内有光荣的历史与崇高的地位，是最重要的领导人，特别是由于长期追随孙中山而获得的对孙理论的阐释权，无人能匹敌。胡与蒋介石决裂后，政治生涯受挫，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证，故其政治目标，最基本的是保证自身安全，进而推倒蒋的统治，重返权力中枢。西南政权下“西南—南京”的对抗的“独立状态”，是胡为实现其目标争取来的。在日本入侵日益扩大的当时，南京政府提出“统一”，增强国力，以应付外敌的口号，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胡汉民则借助阐释孙中山的“均权”理论，为西南政权抗拒南京政府提供理论上的保证。胡汉民依据三民主义，结合时局出的三项政治主张“抗日”、“倒蒋”、“剿共”，
  被国民党内反蒋派普遍接受，成为西南政权的政治纲领与准则。对于西南政权与两广实力派来说，胡汉民还有着特殊的“屏障功能”。国民党有着自己的伦理，通常情况下，蒋介石不愿冒险去进攻党国元老胡汉民支持，并以孙中山理论包装过地方政权。胡汉民的秘书认为，在保护西南政权方面，胡等于“十万雄兵”。

但是，胡汉民毕竟已是一个失去权位的政客，要实现政治目标，甚至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经济来源，都必须有实力派作后盾。何况，西南政权的起因，是为了营救他。所以，他与西南政权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广东在国民党历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孙中山的故乡、革命发源地，国民党就是长期在广东经营，出师北伐，才取得全国政权的。1927年后，广东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先是李济深，而陈济棠因为得到胡汉民等占据要津的粤籍元老支持，1929年起逐渐成为新的首领。反蒋派云集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时，其军事力量主要是粤系军队与桂军，桂军在中原大战中新败，实力不济，这使陈济棠的地位骤然提高。西南两机关建立后，广东成为国内反蒋的政治中心，陈济棠也成了全国瞩目的“南天王”。陈济棠所以拥护胡汉民，是时势所迫，既有对粤籍元老感恩的因素，也有借机巩固自己地位考虑。


胡汉民“抗日”、“倒蒋”、“剿共”的政治主张，同样符合陈济棠的政治需要。在抗日方面，陈济棠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思想，认识到日本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危机，他曾写道：“吾中华民族数十年来，备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剥削，至九一八日强侵而危机愈亟”，“凡我族类，孰能不投袂奋起以与帝国主义者作剧烈之搏斗，以存我民族一线之生命乎！”他还希望政府与民众团结起来，“遇敌即抗”，“无地不抗，无时不抗。”[9](pp172—175)广东实力派曾经积极支援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对于日本在广东境内的挑衅活动予以制止。当然，面对南京的巨大军事压力，无论是胡汉民还是陈济棠，都曾有过“联日制蒋”的想法，并与日本人有实际的接触。
 在反蒋方面，广东实力派维持现状的需要，与蒋介石的“统一”有严重冲突，广东实力派是靠“反蒋”才赢得“半独立”的状态，唯有继续高举“反蒋”旗帜，才能保住此成果。陈济棠热衷于捣乱南京的政局，提出“对宁必须设法捣乱，一法不成，再设一法。”[10](p487) 南京的政局越混乱，他的“南天王”地位就越稳定。在“剿共”方面，陈济棠为巩固其统治，对共产党在广东境内所建立的大南山、海南等根据地进行围剿，至1932年，基本将省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消灭。

同时，陈济棠要充分利用元老们的政治资源，所以资助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对元老们十分尊重，生活上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为了保证与胡汉民的沟通，陈济棠特意请胡汉民妻子的哥哥陈融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西南政权的重要事项，均由陈融向胡汉民请示报告。
 

共同的处境与政治主张，尤其是共同面对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使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公开对外的主张是如此相近，以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有许多人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


综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历史，不难发现如下的事实：“政客+军事”的派系（或集团），往往较有力量、有影响。这是因为近代中国崇尚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事实力，很难在派系斗争中立足。如“西山会议派”的参加者多是国民党内有影响力元老，“改组派”的宣传也曾喧嚣一时，但因无武力支撑，都很快烟消云散。同时，国民党又是一个有主义的近代政党，单凭武力用强，易被人指为“军阀”，也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如冯玉祥的西北军一度非常强大，但基本是个单纯的军事集团，所以也难成气候。蒋介石集团所以能在国民党内保持不败，除去军事强大，还在于他始终保持与有党内有影响的政客（胡汉民，或汪精卫）的结盟。胡汉民、西南政权、广东实力派之间也结成了“政客+军事”的理想构架，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有实力，有理论，故能抗衡较长的时间。


西村成雄在其新著《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华民族的国民国家”的凝集力》中提出“合法性”是各种政治力量追求的目标，他将“中华世界的凝集圈”划分为四个层次，随着层次的扩大，“合法性”增强，而凝集力则相对削弱。他以此“凝集圈”来解释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与“凝集力”的关系。[11](p71)在“政客＋军事”这一结构中，两个集团的结合扩大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凝集力”虽有削弱，却因为利益交集，也能暂时团结一致。

4、 异梦：如何进行“反蒋”的分歧

胡汉民、元老派与广东实力派之间，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还是有分歧的。萧佛成在给胡汉民的一封信中，曾痛批广东实力派的的各种行径是开倒车，“莫不含有封建社会自私自利之心理，……无非为巩固其地盘。至于某某两机关之存废，似不甚经意，遑言救国大计？”，后又感叹道：“吾人日与之共事，真所谓同床异梦矣。”[12] (p467) 同床异梦，乃是元老派与广东实力派关系的真实而传神的写照。

从根本上讲，胡汉民与元老派都是“中央型人物”，其历史与志向决定了他们不甘心于长期远离全国权力中枢，故总是想方设法，动用一切力量重回中央执政，大动干戈，拼死一搏而在所不惜。而广东实力派的代表陈济棠虽因反蒋而声名大振，却自知尚无入主中央，号令天下的资望与能力，满足于将广东经营成“独立王国”。当时两广的军事、经济实力与南京相关甚远，出兵讨蒋胜算微乎其微，一旦讨蒋不成反被蒋所击败，则广东的地盘肯定丧失。即令侥幸军事得手，倒蒋成功，只能是他人得利，陈济棠的地位也不会有多大提高。因此双方都主张“反蒋”，但长远目标却几近相反：胡汉民等人“反蒋”，是要打破现有“西南—南京”格局，重回中央；陈济棠等的“反蒋”，却是要维持现有“西南—南京”的格局。一方是胡汉民与元老派不断地催促“出兵讨蒋”，一方是陈济棠敷衍塞责，双方的矛盾就势不可免。

双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反蒋”的时间与进程。胡汉民与元老派反蒋心情急切，不惜一切，规模要大，时间要早。他们派出代表，四处联络，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韩复榘、石友三，西南的刘湘、刘文辉、王家烈、龙云，湖南的何键，福建的十九路军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公开与潜在的反蒋军事势力，都是其争取的对象。他们建立“新国民党”，壮大组织；创办“仲元学校”，培养人才；通过《三民主义月刊》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试图确立一套“组织—武装—宣传”全面对抗南京的体制，通过由两广揭竿而起，南北呼应，尽早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而广东实力派则自忖其能力不足以全面对抗南京，不愿为元老派火中取栗，故实行高喊“反蒋”口号，而不“出兵讨蒋”的策略，用拖延推诿的方式应付元老派。财政是陈济棠推脱的一大借口，他曾向胡汉民叫苦：

财政确实办法，现正筹划中，以吾人革命本钱只有此数，牺牲固所不惜，但未至绝望时，仍冀得较为胜算的牺牲，不由衷不负责之言绝不敢说，对于此事，不得不稍为筹给，以收谋定后动之效，想先生当为然也。[13] (p403)
广东实力派更热衷于“地方建设”，1933年起推行“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它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救济、交通建设、城乡建设等内容，是一个较全面的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纲。这个计划的实施，广东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陈济棠“南天王”的地位更稳固，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到1980年邓小平还说，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14]从长远来讲，这些建设成果增强了反蒋力量。然而，广东实力派在元老派希望集中财力，尽早发动反蒋战争之际，施行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却是不愿将大量物质与人力用于反蒋军事冒险。日本正金银行明确地观察到，推行三年计划是广东实力派为逃避其盟友要其冲入反蒋第一线而想出的一个“恰到好处的借口”。[15] (p305) 
在反蒋问题上，广西桂系与福建十九路军的态度与元老派非常接近，三省曾达成共同抗日反蒋的协议，但陈济棠再三推诿，使协议停留在纸面上。当时，胡汉民就担心陈总是“劝人硬而己软，而又不肯出力帮人之忙，实启人之疑与怨，而分化政策得乘隙而入，此大可虑。……然使相见以诚，量力相助，则人犹谅之。不然，则合作不成，大势先去矣。” [16] (p416) 果然，十九路军因对广东实力派的再三推诿深感失望，于1933年底自行发动了“福建事变”。这更加深了元老派对陈济棠的不满。

其次，是广东实力派对元老派的限制。陈济棠对胡汉民等人的方针是：“尊之如神仙，防之若强盗”，[17](p113)可以允许元老派在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框架内活动，他是要利用元老派，如胡汉民所说的，“什么人亦要供其利用，殆学门（蒋介石——引者）已具体而微者。”[18](p443) 陈济棠绝对不允许元老派染指广东的实际权力与地盘，尤其是省内的地方政权。元老派的唐绍仪担任中山县长，广东实力派如鲠在喉，必欲除之，先是组织“罢唐团”等，指责唐截留税收，贪污等，要求罢免唐的职务。实力派控制的广州《国民日报》刊出“如此模范县长”一文讥讽唐，萧佛成特意给陈济棠去函，表示唐“对外颇负声望，苟一旦去职，与西南两机关脱离关系，不第为雠敌所快，亦且影响于大局不少。”[19] (p404) 不意陈济棠决心已定，事件的发展陈融向胡汉民报告如下：

三藏事闻之令人心闷，《民国日报》发表臭文章后，鸣翁本与绅言明，应由本报以告白打消此论，乃翌日绅以此文发表后销纸多逾二千，此告白万不能发，祗可另作一文以为转圜。乃第二篇发出，竟是多打一拳，并未见有甚转圜之处，佛老懊恼殊甚。昨日绅与鸣谈，谓此文即是认罪。鸣乃提及关于三藏种种困难问题，绅无以答，而乃牵连及兄，谓可请兄对三藏解释。无赖至此，真令人作呕。[20] (p509)
“三藏”代指唐绍仪，“鸣翁”、“佛老”皆指萧佛成，“绅”系陈济棠，“兄”为胡汉民。可见陈济棠必欲借此打击元老派，不惜将事情“牵连”至胡汉民。西南政务委员会以“罢唐”理由不充分，遂将相关议案搁置。陈济棠遂指使一伙县兵包围以“索要军饷”名义包围唐的住处，唐绍仪被迫出走，并辞去本兼各职，闹事者另行推举了县长。此事招致元老派的抱怨，萧佛成发出了“长此不变，花样无穷，吾人真难与共事矣”的哀叹。[21] (p403)

广东实力派还利用西南政权在财政方面对其的依赖，以停止或提供资助作为手段，迫使元老派就范。以下是陈融给胡汉民的信：


申记件已商之绅、不，均赞成中记同去。绅云旅费至少要给三千，但不声明由何处给，大抵欲由会支付。口惠实不至之先生，向来如此也。弟意以为如果比三千较少（二千）都可过得去，则索性由会筹给，免至罗唆。[22](p412)

信中的“绅”即陈济棠，“不”为李宗仁，“中记”是陈中孚，“会”指西南政务委员会。此信的背景是拟派陈中孚去日本联络。“口惠实不至之先生，向来如此”，刻划出元老派对陈济棠利用财政手段控制的怨气。


对于广东实力派的做法，元老派十分气愤，他们原本就看不起陈济棠，称他“怯而多贪善猜”，[23] (p432) “素狭隘而极势利”，[24] (p433)其手将领“毫无知识，但知聚财”。[25] (p123) 在“反蒋”局面长久打不开，又屡次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元老派对陈济棠已经无法忍受，抱怨胡汉民“不应捧此‘土军阀’”[25] (p124)。这同当年汪精卫的牢骚十分相似，汪在“非常会议”期间饱受广东实力派欺压，感叹道：“如果我要受小独裁（指陈济棠——引者）之气，我何不受大独裁（指蒋介石——引者）之气”[26](p227)元老们只能选择不合作的“出走”，甚至不惜与南京方面联络，寻找出路。西南政权数次面临散伙的危险。陈融有一向胡汉民报告广东情况的信中提到：


近来鸣翁每咻豹翁谈三谈四，自是谆谆而道，但不满三句则王顾左右，非曰糖厂近如何，则曰三年计划近如何，再咻之，则必曰“到时睇吓囗”。鸣翁气极，谓弟曰，是殆于大局极有把握者。弟曰，余辈易地亦不能替他想出把握来。鸣笑曰，你真痴，投降非把握耶？鸣翁殆决有去志，去后又如何，此真欲哭无泪也。[27] (p447)
其中“鸣翁”系萧佛成，“豹翁”代陈济棠，“弟”乃陈融自谓。萧佛成是元老派中与陈济棠关系最亲近的，为陈的推三挡四所激愤，也“决有去志”。陈融曾提到，有次萧佛成、邹鲁、邓泽如、李宗仁曾决定与陈济棠“摊牌”，询问其反蒋的决心，如“果真不干，则吾人以善意之消极，离开广州。”[28] (p457) 只是，元老派也不知“去后又如何”，所以数次表示离开，最终却难下决心，“欲哭无泪”反映出其无可奈何的尴尬。

1933年，邹鲁不满广东军事当局“畏首畏尾”，提出要出国远游。胡汉民则力劝他返回广州：“无论如何，你要回去，代我主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关于我们西南的政治主张，要维持到和以前的一样。”[29] (p332)胡所担心的是，如果与广东实力派决裂，恐怕西南政权与局面均维持不下去。不独如此，胡汉民还给陈济棠写信：

伯南我兄伟鉴：迩来为呃、吓、拆手段者，竟有“长衫佬不满意于某某兄”等之说，虽不值识者一笑，而亦不可不杜其微。吾人方欲招携怀远，立于同一战线，以御侮救国，岂有同袍共事之人转有不能了解之处，此可不攻而自破也。外来离间代之以内结精诚，则彼人伎俩不得施，而前途事功益复有望。请兄为诸兄言之。上所陈述及弟素性兄所稔也。专此。即颂

党祺       

弟 汉民启 六月六日[30] (p371)

信中的“呃、吓、拆手段者”，是指南京政府；“长衫佬”指胡汉民等元老派；“某某兄”指陈济棠。胡汉民向陈表明精诚团结之意，而两者之间互相不满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到后来，连胡汉民也无法忍受了。1935年国内政治发生变化——蒋介石着手抗日准备，对胡汉民再次表示出善意。胡汉民在6月“出国养病”，静观形势变化。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介石较明确表示了抗日意愿，会议并给胡汉民崇高的地位，推选他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胡汉民启程回国，南京极力想他北上合作。广东实力派感到了压力，他们害怕失去胡汉民这个巨大的保护伞，立即派出亲近胡的刘芦隐等远赴新加坡迎接。陈济棠特意请教将胡汉民留在西南的方法，白崇禧提出“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陈济棠完全接受，并将三条付诸实施。[3] (p314) 胡汉民与广东实力派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维持着一致。

5、 结语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对去留两徘徊中突患脑溢血，在广州去世。


胡的去世，使西南政权“政客+军事”的格局骤然失却一翼，南京方面迎来了结束“西南—南京”对抗局面的良机，对西南的态度强硬起来。国民党中央派出居正、孙科等8人赴广州吊唁胡汉民，同时转达解决西南问题的意见，包括取消西南两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军队等五条。[31] (p77) 在南京的步步紧逼之下，广东实力派想维持现状已无可能，只好联合桂系以武力反抗，以求一逞。


6月1日，西南两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呈请南京国民党党部与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西南将“派兵北上”。借口“抗日”，出兵讨蒋，向南京宣战。4日，以陈济棠为首的两广将领通电，响应两机关号召，将“明令部属北上抗日”。[32](p464) 这是一次仓促决定的军事冒险。胡在世时，多次催促广东实力派出兵，陈济棠置若罔闻，而在失去胡的屏障后，却又铤而走险。在两广内部，广东军队的将领意见也不统一，元老派领袖胡汉民去世，邹鲁已从不满到公开反对陈济棠的政策，只剩下年老体衰的萧佛成支撑，西南两机关完全被实力派操控。在外部，原先与西南政权有联系华北、西南的实力派人物均隔岸观火，地处要津湖南的何键则转而公开拥蒋。南京方面迅速调集兵力，击退进入湖南的两广军队，并限令两广军队“全部撤回原防”。僵持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广东实力派内部连续出现军队反叛投向南京的事件，已呈溃败之势。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唐绍仪、孙科等人的决议，宣布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唐绍仪曾是西南政权的重要成员，此时却成了取消西南两机关的提案人，意味颇深。17日，陈济棠被迫接受现实，宣布下野。维持了五年的西南政权对抗南京的局面结束。

西南政权与胡汉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营救胡汉民而建立，在胡去世后迅速瓦解。在当时力量对比之下，西南在胡汉民领导下出兵讨蒋，胜算也很小，但绝对不会如“六一事变”那么脆败。而如果胡汉民不突然去世，西南政权肯定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样的推论，可以再次证明前文所提“政客+军事”模式较有力量的观点。


历史有时会重演相似的一幕。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的关系，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多年前的另一段历史：1920年，孙中山依靠自己极力的扶植陈炯明率粤军驱逐桂系军阀，重新返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意要运用所有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全国。而陈炯明以军饷军械均不足为由，主张先经营广东，反对北伐主张。孙中山态度强硬，免去陈的职务，结果招致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险些丧生，事业顿挫。胡汉民是事件的亲历者，对此记忆深刻。
 他甚至以此故事为例，劝说元老们对陈济棠要忍让，“吾人必曲尽朋友之道，舌敝唇干焦头烂额在所不惜”，胡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以陈济棠的性情，“不至太走极端”，不一定会蹈陈炯明的“覆辙”。[33] (p427) 胡汉民在处理与陈济棠关系时，确实吸收了一些教训。如他坚持住在香港，而非广州。再如他不与地方实力派直接打交道，一定要通过西南两机关代理。目的都是要避免正面冲突、不激化矛盾。而陈济棠也确如其判断，他对元老派采取采取拉拢为主的用态度，不敢与元老决裂，将其逼出广州。“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陈济棠”矛盾，相隔十多年，均发生在广东，焦点都集中在出兵北伐（北上）实力强大的中央政府上。而其实质，是“中央型政治人物”与“地方实力派”因政治抱负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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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Hanmin, Southwest Regime and the Guangdong Warlords:1932-36

Chen Hingmin

( History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zhou, 310028)

Abstract: Among various models of antagonism between “Local Regime and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the model of “Southwest Regime vs. Nanjing Government” was a typical one in which the Southwest Regime remained a political complex that teemed with contradictions: On the one hand, both of them depended on each other because of their commo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ntended each other for power due to their distinctive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strategic aim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of both union and struggle was an enduring phenomenon in the conflicts of Guomindang cliques. The discovery of new historic material made it possible to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of Southwest Regime. Examining this structure, therefore,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Guomindang cliques in particular and advance the study of Republican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Key Words: Hu Hanmin; Southwest Regime; Guangdon Warlords; Chen Ji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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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红民（1958—），男，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


本文承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西村成雄教授仔细讨论，并提供修改建议。


� 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情况，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共15册，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胡汉民的表述是：“自东北事变发生以还，余以国内政治，厥持三义，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对军阀统治。”见《对时局宣言》，广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胡在其“遗嘱”中，重申了此三项主张。


� 原话为：“胡汉民先生一个人等于十万雄兵，蒋介石只能看不能动。中国人怎么样总是还有个道理，以下犯上总是不对，胡先生代理孙中山当大元帅的时候，蒋介石只是黄埔军校校长，凭胡汉民这三个字，他就不好打。所以胡先生在一天蒋介石就对两广没有办法，不是打不过，而是不好打。”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秘书王养冲教授访谈录》，上海：《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6期，第34页。


� 有关西南政权在支持抗日活动的同时又与日本接触的复杂情况，请见陈红民：《周边の存在の国民党内派阀斗争に对する影响——胡汉民の政治主张を中心とする研究（1931-1936）》，载《周边から见た20世纪中国》，日本：中国书店，2002年。


有趣的是，元老派与广东实力派多是和日本单独接触，互相隐瞒。胡汉民曾嘲笑实力派背着他与日本接触，“不能秘密而视为独得之秘，滋可笑叹。”《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三十一早）》，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册。


� 据统计，胡汉民在1932年至1936年间，与陈融通信多达504件，详细讨论西南两机关与两广实力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 关于西南政权与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复杂关系，请见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  胡汉民时任孙中山的总参议兼文官长，陈炯明部下用“清君侧”的方法对抗孙中山，他们的要求之一就是罢免胡汉民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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